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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创新的
空间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①

———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的比较分析

张鸿武，李涛
(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 基于 2006～2014 年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探讨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创新活动的空间

分布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 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活动空间集聚特征明显; 珠三角城市群创新活动空间相关性弱，创新

极化特征突出。从影响因素来看，高科技企业是促进城市群创新的核心因素; 研发资本投入、人口活力及公共图书量对

珠三角城市群创新产生了重要影响; 研发资本投入和高校在学生人数在激励长三角城市群创新的同时，抑制了周边城市

的创新，而研发人员和外商直接投资既促进了城市的创新，又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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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是新时

代下中国经济增长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也是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关键所在。
城市作为创新活动较为活跃的空间载体，在创新

驱动由理念倡导转化为具体实践的过程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而由空间布局紧凑、经济联系紧密的

城市构成的城市群创新能力更是成为了决定一国

未来经济发展格局和国际竞争力的重中之重。但

由于创新资源禀赋和创新要素流动的空间差异，

不同的城市群形成了不同的创新模式和创新活动

空间格局，并进而对城市群整体创新能力产生了

重要影响。在此背景下，论文以长江三角洲和珠

江三角洲( 以下简称为长三角和珠三角) 城市群

为典型样本①，比较这两大城市群创新活动的空

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要素，以期把握这两大城市

群创新的现状、问题与内在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探

求城市群创新能力形成和提升的有效途径。

一 空间自相关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一) 空间自相关研究方法

为揭示城市群创新的空间分布，需要了解城

市群创新产出间的相互关联性及其动态特征。我

们将从空间数据处理方法出发，采用全局和局部

两类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进行研究。
1．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在衡量区域之间整体空间关联与差异程度

时，研究者通常使用全局 Moran’s I 统计量来进

行度量，具体形式如下:

I =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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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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囿于数据可得性，本文分析的样本时期为 2006～2014 年，该时期内珠三角城市群构成城市共 9 个( 深圳、广州、东莞、佛山、珠海、

中山、惠州、肇庆、江门) ，长三角城市群构成城市共 16 个( 上海、苏州、南京、无锡、镇江、常州、扬州、泰州、南通、杭州、宁波、绍兴、湖州、
嘉兴、舟山、台州) ，但由于舟山是岛屿城市，经济结构与其他城市存在明显差异且无其他接壤城市，台州处于长三角边缘区域，与城市群

其他城市接壤很少，因而最终使用长三角城市群中除舟山、台州之外的其余 14 个城市作为分析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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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S2 = 1
n∑

n

i = 1
( Xi － 珔X) 2，n 为研究区域内空间

单元总数，Xi 为空间单元 i 的观测值( 本文中即是

创新产出的衡量指标) ，W 是行标准化的空间权重

矩阵。空间权重矩阵的构造方法较多，我们在分析

各城市群创新活动差异时从空间依赖的邻接性和

距离性出发，采用同时考虑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的

经济地理距离矩阵进行构造，其构成元素为 Wij =

1 / | 珔Yi －珔Yj | × 1 /dij( i≠ j) ，dij 是两个空间单元的地

理距离，珔Yi 是空间单元 i 某一经济指标在研究时期

的平均值，通常采用人均 GDP、产业结构等。全局

Moran’s I 统计量主要用来衡量变量在空间取值的

相似性，I 值显著为正时，意味着高值与高值邻接或

低值与低值邻接，表明城市群创新在空间上存在集

聚现象，反之则表明城市群创新存在显著差异，而

当 I 值接近于 0 时，说明观测值之间相互独立，城

市群创新服从空间随机分布。
2．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主要用于测算城市群整

体关联程度，但其假定空间是同质且稳定的，忽略

了空间对象存在空间异质性以及空间变化过程中

潜在的不稳定性问题。为弥补其不足，我们引入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通过测算空间关联局部指

标，结合局部 Moran’s I 统计量和 Moran 散点图来

衡量每个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的空间关联程度。
( 1) Moran 散点图。通过散点图形式，描述变

量 z 与其空间滞后向量 Wz ( 即该观测值周围邻居

的加权平均) 间的关系。该图的横轴对应研究变

量，纵轴对应空间滞后向量。Moran 散点图分为

四个象限，分别判定一个地区及其与邻近地区的

关系。第一象限( HH) : 表示高创新水平的区域

被高创新水平的其他区域包围; 第二象限( LH) :

表示低创新水平的区域被高创新水平的其他区域

包围; 第三象限( LL) : 低创新水平区域被低创新

水平的其他区域包围; 第四象限( HL) : 高创新水

平区域被低创新水平的其他区域包围。第一、第
三象限正的空间自相关关系实际上意味着相似值

的集聚，第二、第四象限负的空间自相关关系意味

着空间离散点，如果观测值均匀分布在四个象限，

则表明城市群内部不存在空间自相关。
( 2) 局部 Moran’s I 统计量。用于衡量样本

空间单元 i 与其周围地区的创新产出在空间上的

差异程度，它是全局 Moran’s I 统计量的分解，其

形式为:

Ii =
( Xi － 珔X)

S ∑
n

j = 1
Wij

( Xj － 珔X)

S
= zi∑

n

j = 1
Wijzj

( 2)

式( 2) 中，变量 zi、zj 为标准化的观测值，其他变量

的定义与式( 1) 相同。在给定置信水平下，若 Ii
＞ 0 且 zi ＞ 0，则城市 i 位于 HH 象限; 若 Ii ＞ 0

且 zi ＜ 0，则城市 i 位于 LL 象限; 若 Ii ＜ 0 且 zi ＞
0，则城市 i 位于 HL 象限; 若 Ii ＜ 0 且 zi ＜ 0，则

城市 i 位于 LH 象限，四个象限的含义与 Moran 散

点图中象限的解释相同。
( 二)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创新活动涵盖了思想的产生与产品研发、设
计、试制、生产、销售等一系列活动，其过程比较复

杂，难以精确测度，因而国内外研究者往往采用替

代指标进行衡量，例如专利、新产品销售收入、科技

论文等。在众多指标中，通常认为专利与创新活动

有较大的关联性，同时其数据相对容易获得和进行

对比，因而其成为衡量创新活动的常用指标。考虑

到发明专利在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大专利

衡量指标中创新程度最高，因而我们采用发明专利

授权量来衡量城市创新的绩效。由于各城市地域

面积、管辖人口、经济规模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

我们选择以每 10 万人拥有的发明专利授权量作为

衡量城市创新的绩效的基本指标。长三角和珠三

角群 23 个样本城市的发明专利授权量及论文使用

的其他数据均来源于 2006～2014 年各城市的知识

产权局、《城市统计年鉴》《城市科技年鉴》以及各

城市所在省份的统计公报等。

二 城市群创新产出的空间关联和集

聚特征
( 一) 全局 Moran’s I 相关分析

基于前述分析，我们先使用全局 Moran’s I
统计量来分析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创新活动的

全局空间自相关和集聚特征。在经济地理距离的

选用上，我们采用以同一城市群内各城市第三产

业占 GDP 比重的差异作为经济距离构建空间权

重矩阵，为对比起见，我们同时给出了以各城市人

均 GDP 差异作为经济距离得到的全局 Moran’s I
统计量，如表 1 所示。

由表 1 可知，一方面，2006 ～ 2014 年间，长三

角城市群在两种经济地理距离矩阵形式下的全局

Moran’s I 统计值在绝大多数年份均显著大于 0，

表明城市创新存在较为突出的同类集聚现象，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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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较高创新产出城市相互邻近，或同类较低创

新产出城市相互邻近。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

移，长三角城市群创新全局 Moran’s I 统计值呈

稳步上升态势，说明长三角城市群创新产出的空

间自相关和集聚呈现不断强化的趋势。究其背后

的原因，伴随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发展，城市群内

各城市之间的联系变得日益紧密，在长三角城市

群城市合作和创新活动日益频繁的同时，城市间

知识与技术溢出效应也在不断增强，导致长三角

城市群创新产出的空间集聚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表 1 2006～2014 年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创新全局 Moran’s I 统计量值

年份
长三角城市群

Moran’s I① P－value Moran’s I② P－value

珠三角城市群

Moran’s I① P－value Moran’s I② P－value

2006 0．272＊＊ 0．014 0．273 0．128 －0．044 0．518 0．088＊＊ 0．023
2007 0．302＊＊＊ 0．009 0．287 0．118 －0．059 0．498 0．036＊＊ 0．024
2008 0．324＊＊＊ 0．006 0．332* 0．08 －0．088 0．605 －0．016＊＊ 0．032
2009 0．347＊＊＊ 0．004 0．368* 0．06 －0．088 0．589 －0．025＊＊ 0．038
2010 0．372＊＊＊ 0．002 0．394＊＊ 0．047 －0．073 0．441 －0．025＊＊ 0．033
2011 0．374＊＊＊ 0．002 0．396＊＊ 0．047 －0．062 0．413 －0．003＊＊ 0．025
2012 0．393＊＊＊ 0．002 0．463＊＊ 0．027 －0．029 0．264 0．014＊＊ 0．025
2013 0．414＊＊＊ 0．001 0．507＊＊ 0．018 0．007 0．168 0．041＊＊ 0．018
2014 0．469＊＊＊ 0．000 0．554＊＊ 0．011 0．003 0．209 0．048＊＊ 0．022

注:①、②分别表示经济地理矩阵中以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差异和人均 GDP 差异衡量经济距离。＊＊＊、＊＊、*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与之相对照，根据表 1，2006 ～ 2014 年间珠三

角城市群创新活动的全局 Moran’s I 统计值接近

于 0 的假设无法被拒绝，这意味着城市群创新服

从空间随机分布，表明珠三角城市群创新整体上

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空间自相关和集聚态势; 而当

使用人均 GDP 差异表征经济距离构成空间权重

矩阵时，虽然全局 Moran’s I 统计值在 5%的显著

水平上可以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其数值多数年份

都比较小，且在 2008 ～ 2011 年期间为负值，这表

明珠三角城市群创新的集聚程度非常低。综合来

看，可以推断: 整体上，2006 ～ 2014 年期间珠三角

城市群创新的空间集聚特征并不明显，其表现出

较高程度的空间随机分布状态。
( 二) 局部 Moran’s I 相关分析

进一步通过结合局部 Moran’s I 统计量和

Moran 散点图，探究城市群内部城市创新是否存

在局部集聚现象，以更直观反映城市群内各城市

创新产出的空间关联情况。图 1 和图 2 分别给出

了 2006 年和 2014 年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创新

Moran 散点图①。

图 1 2006 年与 2014 年长三角城市群创新 Moran 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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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三角城市群 14 个城市及其代码为: 1－上海，2－苏州，3－南京，4－无锡，5－镇江，6－常州，7－扬州，8－泰州，9－南通，10－杭州，11－宁

波，12－绍兴，13－湖州，14－嘉兴; 珠三角城市群 9 个城市及其代码为: 1－深圳，2－广州，3－东莞，4－佛山，5－珠海，6－中山，7－惠州，8－肇庆，

9－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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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6 年与 2014 年珠三角城市群创新 Moran 散点图

由图 1 可知，整体来看，长三角城市群内部的

城市创新呈现较强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和集聚特

征，空间同质性显著( 即高高集聚与低低集聚现

象共同存在) ，空间异质性( 高低集聚与低高集

聚) 则不是特别明显，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创新存

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从不同的时间点

上来看，2006～2014 年间，这种溢出效应作用下带

来的集聚态势均保持相对稳定，具有明显的路径

依赖特征。具体来看，从 2006 年到 2014 年，长三

角城市群中跻身创新产出高值象限( HH) 的城市

由 2006 年的 4 个( 上海、南京、无锡、杭州) 增加

到 2014 年的 7 个( 上海、苏州、南京、无锡、常州、
杭州、宁波) ，而处于创新产出低值象限的城市由

5 个变为 6 个，城市数量变化较小，这表明长三角

城市群创新全局 Moran’s I 统计值逐渐变大的原

因在于越来越多的城市呈现创新高高集聚而非低

低集聚趋势。进一步，结合地图上城市所处的具

体位置来看，2014 年处于高值象限( HH) 的城市

中，形成了两个集聚区，一是从上海出发，沿长江

逆流而上依次是苏州、无锡、常州和南京所构成的

创新集聚区，其都位于长江南岸; 二是以宁波和杭

州为核心的创新集聚区。而处于低值象限( LL)

的城市中，湖州和嘉兴夹于上述两创新集聚区之

间，同样绍兴位于杭州和宁波之间，而扬州、泰州

和南通三城市依次相邻，位于长江北岸。这一定

程度上可以认为，城市群的城市创新中溢出效应

主要表现在于: 一是同类城市间溢出效应为正; 二

是高创新城市的创新较少溢出到低创新城市，反

而是高创新城市通过“虹吸效应”抑制了周边低

创新城市的创新活动，两者结合起来导致长三角

城市群城市创新整体呈现创新的“马太效应”。

由图 2 可知，从 2006 年到 2014 年，珠三角城

市群内部各城市创新在空间上的变化并不显著，

其在创新空间差异性特征表现非常突出的同时，

在创新低低集聚上呈现出较强的空间同质性现

象。例如，样本时期中，广州一直位于创新高值象

限( HH) ，深圳和珠海创新水平较高，但其周边均

为创新相对低水平城市，说明其对周边地区的创

新辐射较弱，呈现出创新的极化效应。此外，东莞

和佛山处于创新能力高地区向创新能力低地区的

过渡区 域，而 其 他 城 市 均 处 于 低 值 集 聚 象 限

( LL) ，为创新能力较低、创新增长速度较慢的集

聚区。从数量上来看，低值集聚城市占整个城市

群样本城市比例达到 45%，说明珠三角城市群创

新表现出了较强的低低集聚上的空间同质性。进

一步，从 Moran 散点图和具体数据来看，珠三角城

市群城市创新表现出了明显的极化特征。2006 ～
2014 年间，深圳在珠三角城市群 9 个城市中的常

住人口占比大致在 18%左右，但其发明专利授权

量占比从 2006 年的 55%增加到 2010 年的 72%，

2014 年的占比虽有下降，但仍然达到 57%; 同期，

深圳高科技企业数占比由 2006 年的 23%上升到

2010 年的 42%，2014 年进一步达到 53%，表明高

科技企业和创新活动进一步集中于深圳; 而就研

发投入而言，2006 年深圳的研发投入在珠三角 9
市中的占比为 49%，2010 年时降低为 43%，但其

后在 2014 年时仍维持在 45%左右。可见，无论是

以城市的人口吸引力或研发投入或研发产出来衡

量，深圳的创新活动在整个珠三角都大幅领先，呈

现出创新活动在空间上的极化现象。
总体而言，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呈现出较

强的正向空间关联集聚特征，空间同质性显著，空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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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异质性特征则不是特别明显，这表明长三角城

市群内部的城市创新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而就

珠三角城市群来看，创新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随机

分布，且存在较强的极化特征，无论是创新产出还

是研发投入等指标，深圳都远高于城市群中的其

他地区。究其深层次原因，我们认为创新模式和

主导产业的不同是导致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珠

三角城市群中的深圳是中国创新水平最高的城市

之一，其主要实施的是高端原始性科技创新模式，

创新的主导产业着眼于核心的高新科技产业，不

仅强调国际技术合作和引进吸收再创新基础上的

原始创新，而且更为注重与全球领先行业和企业

的交流，且涉及的高新技术产业呈多元化趋势，因

而人才流动和资本引进就成为最为核心的要素，

在周边城市相关创新基础条件不具备的情形下，

创新的产业性质决定了深圳对周边城市的产业带

动能力弱，和周边城市的产业关联度也小，因而其

他城市较难从中获得溢出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解释深圳创新活动的极化和较小的溢出效

应。而就长三角城市群而言，虽然其存在一定数

量的高新技术产业，但其主导产业仍然为传统制

造业，其创新模式上更多地体现为产业联系带动

下的区域整体创新能力提升。传统制造业的创新

更多地依赖于“干中学”，而产业和工人的邻近便

利于知识的传递以及价值观念和创新思想的相互

交流融合，此时，城市群中心城市在特定的空间范

围内与其周边城市间存在技术集聚与扩散的相互

作用机制，也存在技术集聚与扩散的相互作用力，

因而该城市群内的创新具有更强的地域性特征，

而这类创新的溢出效应显然更强，从而形成了创

新活动活跃和区域知识溢出的空间格局。

三 城市群创新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 一) 指标选取

已有研究基于不同角度探讨了地区创新能力

的影响因素，相关结论具一定的参考价值。借鉴

王俊松等①的研究，本文从主体要素、Ｒ＆D 投入要

素、内部环境要素、经济外向度 4 个方面出发，选

取相应指标分析城市群创新的影响因素②，具体

如下: 主体要素选取高校在校生人数和高科技企

业数指标，Ｒ＆D 投入要素选取 Ｒ＆D 支出占 GDP
比重以及科研人员数两个指标来反映，内部环境

要素选取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人口活力、公共图书

量三个指标③，经济外向度选取外商投资余额指

标，各指标变量名和具体描述如表 2。

表 2 指标体系构建及其含义

变量 变量名 指标含义

被解释变量: 创新产出 pat 每 10 万人拥有的发明专利授权量

解释变量

主体要素
hte
edu

每 10 万人拥有的高科技企业数

每 10 万人拥有的高校在校生人数

Ｒ＆D 投入类要素
rdk
rdl

Ｒ＆D 支出占 GDP 比重

每 10 万人拥有的科研人员数

内部环境要素

loan
popv
lib

人均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人口活力( 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之比)

每百人拥有的公共图书量

经济外向度 fdi 每 10 万人本年度使用的外商投资额

注: 每 10 万人、每百人统计口径都是常住人口。

( 二) 计量分析结果

从模型选择来看，上面的分析已经表明长三

角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的创新产出存在明显的空间

自相关性，因而在对长三角城市群创新的影响因

素进行分析时，我们选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进行

估计。常用的空间模型有空间杜宾模型、空间自

回归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在设定一般形式的空

间模型基础之上，通过 LＲ 检验和 Hausman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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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俊松，颜燕，胡曙虹:《中国城市技术创新能力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地理科学》2017 年第 1 期。
实际上，除了本文中提到的影响因素外，科技基础设施等硬件、政府的创新支持政策、企业创新的动力、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创新的

效率、创新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可能对城市群创新也具有重要影响，但由于数据可得性和篇幅所限，不能在本文中一一展开，只

能有待于后续研究中深化。
人口活力，定义为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重; 人口活力值越高，表示即使无法获得该城市户籍，依然有大量人口汇聚该城市，体

现了该城市的吸引力。相较于其他城市，这种吸引力可能来源于更高的薪酬、更多的工作岗位、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更完善的医疗卫生

和教育资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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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确定选择随机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估

计，具体结果见表 3 第 1 列，自变量的空间滞后项

中高科技企业数( hte) 、高校在校人口数( edu) 、
Ｒ＆D 支出占比( rdk) 及外商投资额( fdi) 等变量

均在 5%或 1%的显著性水平下成立，由于篇幅所

限没有列出。为对照起见，我们还给出了去除其

他不显著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具体见表 3 第 2 ～

3 列。
就珠三角城市群而言，由于其内部各城市创

新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因而在模

型选择上，可以选用普通面板数据计量模型进行

分析，具体结果见表 3 第 4 列，同样，为对照起见，

也将去除不显著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列出，结果见

表 3 第 5～8 列。

表 3 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创新的面板数据回归分析

变量
长三角城市群

( 1) ( 2) ( 3)

珠三角城市群

( 4) ( 5) ( 6) ( 7) ( 8)

ρ
0．530＊＊＊

( 5．31)

0．583＊＊＊

( 6．65)

0．601＊＊＊

( 7．05)
— — — — —

_cons
5．728

( 0．650)

0．483

( 0．05)

－10．902＊＊＊

( －4．06)

－11．380*

( －1．80)

－12．480＊＊＊

( －3．55)

－12．305＊＊＊

( －3．53)

－10．667＊＊

( －2．29)

－12．941＊＊

( －2．92)

hte
3．354*

( 1．77)

5．318＊＊

( 2．38)

4．047＊＊

( 1．96)

10．493＊＊＊

( 3．72)

10．418＊＊

( 2．60)

10．214＊＊

( 2．57)

10．282＊＊＊

( 3．68)

7．745＊＊

( 2．25)

edu
0．001*

( 1．66)

0．000 9

( 1．47)
—

0．000 6

( 1．21)

0．000 4

( 0．91)

0．000 4

( 0．82)
— —

rdk( －1)
9．646＊＊＊

( 3．63)

8．556＊＊＊

( 2．85)

8．915＊＊＊

( 3．39)

10．434*

( 2．05)

7．753＊＊

( 2．44)

8．503＊＊＊

( 3．02)

8．699＊＊

( 2．44)

9．683＊＊＊

( 3．58)

rdl
0．018＊＊＊

( 4．49)

0．021＊＊＊

( 5．24)

0．019＊＊＊

( 5．23)

0．015

( 0．78 )

0．003

( 0．55)

— — —

loan
1．952

( 1．47)
— —

－1．139

( －0．66)
— — — —

popv
－10．504

( －1．39)

－5．062

( －0．74)
—

2．732*

( 1．96)

3．222＊＊＊

( 2．86)

3．223＊＊＊

( 2．86)

3．077*

( 2．18)

2．994＊＊＊

( 2． 69)

lib
－0．019

( －1．61)
— —

0．042＊＊

( 2．53)

0．040＊＊＊

( 5．55)

0． 040＊＊＊

( 5．56)

0．038*

( 1．93)

0．039＊＊＊

( 5．57)

fdi
0．0008＊＊＊

( 5．47)

0．000 9*

( 1．74)

0．000 2

( 0．85)

－0．000 5

( －0．91)

－0．000 7

( －1．06)

－0．000 7

( －1．02)

－0．000 8

( －1．42)
—

Hausman ＲE ＲE ＲE FE ＲE ＲE FE ＲE

Ｒ2 0．871 0．882 0．893 0．897 0．886 0．887 0．894 0．892

样本数 126 126 126 81 81 81 81 81

注:＊＊＊、＊＊、* 分别表示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

由表 3 可知，在长三角城市群创新影响因素

分析中，空间相关系数 ρ 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始

终成立，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内部的创新存在较为

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空间

杜宾模型中引入了自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导致回

归系数不能准确反映变量的边际效应，因而无法

直接得出空间溢出效应的大小，模型中的回归系

数只能作为自变量对创新影响的参考。为了揭示

长三角城市群创新中各影响因素的空间效应，在

明确因变量存在空间自相关的基础上，我们进一

步借鉴 Lesage ＆ Pace 的方法①，将空间效应分解

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其中，直接效应

测度了某地区自变量的变化对该地区因变量的影

响，而且直接效应中还包含有“反馈效应”，即效

应“溢出”到邻近地区，又由邻近地区传回原始溢

出地区; 间接效应测度了某一地区的自变量对相

47
①LeSage J，Pace Ｒ． Introduction to Spatial Econometric． Florida: CＲC Press，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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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地区因变量的影响; 总效应为两者之和。表 4
给出了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效应的分解结果，其中

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下的列序号对应表

3 中长三角城市群相应序号代表的三个空间杜宾

模型的空间效应分解。

表 4 长三角城市群创新的空间效应分解

变量
直接效应

( 1) ( 2) ( 3)

间接效应

( 1) ( 2) ( 3)

总效应

( 1) ( 2) ( 3)

hte
5．216＊＊

( 2．29)

7．827＊＊＊

( 3．15)

6．456＊＊＊

( 2．82)

21．122＊＊

( 2．55)

27．267＊＊＊

( 2．80)

26．827＊＊＊

( 2．84)

26．428＊＊＊

( 2．95)

35．094＊＊＊

( 3．18)

33．283＊＊＊

( 3．10)

edu
0．000 1

( 0．28)

0．000 5*

( 1．82)
—

－0．010＊＊

( －2．40)

－0．004

( －0．88)
—

－0．010＊＊

( －2．18)

－0．004

( －0．74)
—

rdk( －1)
7．918＊＊＊

( 2．92)

5．895*

( 1．84)

6．287＊＊

( 2．10)

－19．150*

( －1．88)

－24．347＊＊

( －2．12)

－23．889*

( －1．76)

－11．232

( －1．00)

－17．452

( －1．58)

－16．603

( －1．45)

rdl
0．220＊＊＊

( 4．98)

0．027＊＊＊

( 6．09)

0．026＊＊＊

( 6．43)

0．0421

( 1．57)

0．063*

( 1．80)

0．072＊＊

( 2．06)

0．064＊＊

( 2．19)

0．090＊＊

( 2．47)

0．098＊＊＊

( 2．62)

loan
1．728

( 1．42)
— —

－2．329

( －1．25)
— —

－0．602

( －0．30)
— —

popv
－11．226

( －1．63)

－6．863

( －0．99)
—

－9．281

( －0．48)

－17．544

( －0．70)
—

－20．506

( －0．96)

－24．407

( －0．87)
—

lib
－0．015 9

( －1．26)
— —

0．032

( 0．54)
— —

0．016

( 0．24)
— —

fdi
0．001＊＊＊

( 3．18)

0．001＊＊

( 2．51)

0．000 7*

( 1．87)

0．005＊＊

( 2．51)

0．006＊＊＊

( 2．83)

0．005＊＊＊

( 2．58)

0．006＊＊＊

( 2．77)

0．007＊＊＊

( 2．94)

0．006＊＊＊

( 2．61)

样本数 126 126 126 126 126 126 126 126 126

注:＊＊＊、＊＊、* 分别在 1%、5%和 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据为 Z 值。

综合表 3 和表 4 中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的

分析结果，可以发现:

( 1) 高科技企业是城市群创新的核心影响因

素。一方面，无论是长三角城市群还是珠三角城市

群，高科技企业数对城市创新的影响较大，且系数

都通过了 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高科技企业数量

的增加能有效带动城市群创新，这与当前高科技企

业是城市中最活跃的创新主体这一现实是相吻合

的。另一方面，从表 4 中高科技企业对创新总效应

的分解来看，直接效应系数为 5．216，而间接效应系

数为 21．122，说明高科技企业不仅直接导致了长三

角城市群中的城市创新，更为重要的是其还通过空

间正向溢出效应带动了周边城市的创新。
( 2) 研发支出是城市群创新的主要推动力。

一方面，研发支出对珠三角城市群创新中有正向

激励作用，其系数均显著成立，同时，长三角城市

群中研发支出直接效应系数也为正，这与研发投

入增加直接带来研发产出增加的逻辑是相一致

的。另一方面，由表 4 来看，长三角城市群中研发

支出的间接效应系数为负，且在绝对值上大于直

接效应系数，导致总效应为负，这实际上表明长三

角城市群中研发支出的增加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

应，即创新能力强、研发支出高的城市对周边落后

地区的生产要素产生了一定的“虹吸效应”，抑制

了周边地区的城市创新。具有同样效应的还有高

校在校生人数，其对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有影响，但

对珠三角城市群创新影响不显著，但是在长三角

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较小的负向溢出效应，创新能

力较强的城市吸引了周边的人才流动，抑制了周

边地区创新的发展，导致总效应为负。
( 3) 科学研究人员和外商直接投资是长三角

城市群创新的重要助力，但对珠三角城市群创新

的影响并不显著。一方面，科学研究人员和外商

直接投资的系数在珠三角城市群的模型中并不显

著，因而无法判断其对珠三角城市群创新的影响

作用。比较而言，在长三角城市群的模型中，科学

研究人员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直接效应系数及间接

效应系数均为正，表明这两个因素不但促进了长

三角城市群城市的创新，还通过溢出效应间接带

动了周边城市的创新。
( 4) 公共图书量和人口活力是珠三角城市群

创新的外在保障，但在长三角城市群创新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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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显著。一方面，就长三角城市群而言，公共图书

量和人口活力的直接效应系数和间接效应系数均

不显著，因此这两个指标对长三角城市群创新的影

响难以判断，这与长三角城市群中各城市间吸引人

才、留住人才的能力差异不明显从而导致人口活力

值差异较小存在一定关系。另一方面，就珠三角城

市群而言，公共图书量和人口活力的影响却显著为

正，表明珠三角城市群城市在人口活力上存在明显

差异，这与中国人口迁移的现状是相吻合的。同

时，公共图书量指标显著为正，说明其对珠三角城

市群中的创新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 5)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对两个城市群创新的

影响不显著。一方面，相比创新类高风险贷款，出

于风险规避考虑，金融机构更偏向于有担保或抵

押的实体产业投资，另一方面，知识经济时代，各

城市都日益重视创新和研发投入，这导致研发投

入几乎不受整体金融环境的影响，因而导致金融

机构贷款对城市群创新的影响不显著。

结语

从政策含义上来看，创新政策应根据城市群

创新模式和城市群禀赋特点来制定。具体来看，

珠三角处于深圳为中心的极化状态，需有效利用

深圳高创新能力的优势，更为强调国际技术合作

和引进吸收再创新，加强创新极化区域的领域渗

透和扩散效应，增强对周边地区的扩散，建立资源

互补和合作的机制，加强创新极化城市和非极化

城市间的联系和效应，带动城市群创新整体能力

的提高。而就长三角城市群而言，城市间的扩散

效应呈两极分化和非均衡的配置方式，而这与其

以传统制造业为主导是分不开的，因而其重点在

于完善城市群创新硬件和环境建设，建立城市邻

近的协调发展机制，推动创新溢出和知识扩散效

应，实现以产业联系和创新带动城市群整体创新

能力的提升。从驱动因素来看，城市群创新过程

中应加大科技资源投入力度，积极引进和培育高

科技企业，努力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完善创新发展

的环境，提高知识吸收能力，缩小与发达城市之间

的知识缺口; 尤为重要的是，长三角城市群应加强

与发达城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降低交易成本，促

进知识转移、扩散和溢出，从而实现城市群创新产

出的增长，尽快缩小与创新领先城市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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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patial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 of innovation activities in city clusters
in the Yangtze Ｒiver Delta and the Pearl Ｒiver Delta with spatial panel Durbin model，using the prefecture-
level city panel data from 2006 to 2014． Ｒesults show that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innovation activities in
city clusters in the Yangtze Ｒiver Delta is significant，however，the spatial correlation of innovation activities
in city clusters in the Pearl Ｒiver Delta is weak，as well as the polarization of innovation activities is promi-
nent． Moreover，high－tech enterprise is the key factor that promotes innovation activities in city clusters in
both regions． Ｒ＆D capital input，population vitality and public library books are benefi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activities in city clusters in the Pearl Ｒiver Delta． In addition，Ｒ＆D capital input and college
students are helpful to the innovation activities in city clusters in the Yangtze Ｒiver Delta，in which few spillo-
ver effects can be found． Ｒesearch personnel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an promote not only the innovation
in the cities of the Yangtze Ｒiver Delta，but also the innovation activities in the neighboring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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